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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国内能源供需状况客观上要求进口海外油气资源。为维护这些海外能源供应的长期稳定

与安全，中国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这个概念的内涵仍然是由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

所规定的。在能源外交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自身“硬利益”和“软利益”的需求，中国逐渐把承担

相应的国际责任有限结合起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就是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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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复旦大学“金苗”项目资助成果之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国内对能源特别是油气资源的需求相应快速增长。由于中国国内

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能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需要依赖进口油气资源来填补国内供需

缺口。为确保海外油气资源的长期稳定安全供应，中国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在能源外交的具体实

践过程中，中国开始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即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有限结合。本文

试就对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的内涵、关系演进及其原因进行粗略分析，并以苏丹达尔富尔问

题作为案例研究。 
 
      一、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从彼此独立到有限结合 

 
中国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相应快速增长，

进入九十年代后尤为显著。到 1993 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石油进口国，2003 年中国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 2 大能源消费国。
[1]
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中国的石油需求将继续

攀升，到 2025 年将达到 1,420 万桶/天，其中 1,070 万桶将来自于进口，即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程度将达到 75%。
[2] 

尽管长期以来煤炭一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煤炭利用率低并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由于中国意识到依赖进口石油对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

因而中国强调发展替代能源，如天然气、水电、核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
[3]
就天然气而言，中

国的天然气储量相对较丰富，但天然气目前在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份额仅为 3%左右。虽然

目前中国国内天然气生产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但在 2004∼2030 年间，由于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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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达到 5.1%，预计到 2015 年将翻一番，因此，中国未来的天然气消费需求也将利用国内和国

际两个市场来得到满足。
[4]
中国目前的进口计划包括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和增加液化天然气

的利用，第一个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正在建设之中。 
中国能源供需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测显示，中国需要进口油气资源来填补国内供应缺口，即

从海外进口油气资源是中国国内能源供需状况的客观需要。这就意味着，维护来自海外油气供应

的稳定与安全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在此形势下，“能源特别是石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能够完全

由市场力量来管理”
[5]42

，因此，中国通过开展能源外交来寻求能源安全。 
中国能源外交是指为了获得稳定充足的海外油气供应，政府鼓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走出去”获得份额油气，与此同时，通过政治或经济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积极

培养发展与能源资源丰富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达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能源供应协议，为国

有石油公司在这些能源国家的投资开发生产份额油气的活动创造有利环境。在具体实践中，中国

能源外交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对象多元化，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以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采取积极的“走出去”战略，这些公司迄今已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中

进行与能源相关的投资、开发与生产活动，不仅包括油气资源最丰富的中东，还有非洲、中亚、

俄罗斯、东南亚、拉美和北美；第二，开展方式的多样化。中国通过发展与能源资源国家的政治

和经济关系来促进能源合作的发展。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加强与资源国家间的首脑及高层官员

互访；在经济上，加强发展与资源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在外交上，为相关的能源资源国家提供

必要的外交支持。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责任”和“能源外交”都是相对较新的概念。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国

际上开始出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提法①，这一概念在外交层面上有多重含义：在主要

大国和国家集团间建立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的伙伴关系；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承担应有

的国际责任；全面参与多国间框架机制；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构筑与亚太地区周边国家之间的关

系。由此可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对象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就能源领域而言，主要是

对象是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客观来说，国内外学界对“国际责任”或“中国责任”的概念充满争议，没有一个明确的界

定。2005 年，在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提法后，国内学界兴起了对“中国责任”问题的热烈讨论。在此过程中，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

是“中国责任”论是西方对中国崛起造出的类似于“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的概念，实

际上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变相的限制。 
中国的国际责任这一概念，即力图规范中国的外交行为的国际责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由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换句话说，目前所提到的中国“国际责任”是西方话语霸权的结果，

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希望中国承担的

国际责任的具体内涵：第一，中国的行为应该满足某些国际标准、规则和机制。国际社会可以用

这套规则来衡量随着中国发挥它的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策实践；第二，

中国不应以一种狭隘的自我利益的方式来定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更加广泛地定义自己的国

家利益，这样就有助于培养和维持中国正在受益甚多的现存全球体系。
[6] 

从中国能源外交与其相关的国际责任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彼此独

立而基本没有相关性。然而，在能源外交的具体实践中，中国逐渐把其能源外交行动与其相应的

                                                        
① 作者以“负责任的大国”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数据库（1946 年-2008 年 5 月）中检索到 184 项结果，其中，

在 1992 年 9 月 24 日第 6 版刊登的《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上 钱其琛外长谈中美关系》报道中，钱其琛外长提出

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余 183 项都是在 1997∼2008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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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责任结合起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二、达尔富尔问题——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有限结合的例证 
 
苏丹是一个油气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西方石油公司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在苏丹进行

投资，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西方国家以侵犯人权、内战以及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对苏丹实

施制裁，西方的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和加拿大公司随即都被要求从苏丹撤出。
[7] 

中国和苏丹早在 1959 年就已建交，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两国之间出现了频繁的高层外交互访。

自从 1990 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后，中苏之间的高层互访每年至少一次，1995 年和 2006 年苏丹

总统巴希尔再次访华，2007 年中国胡锦涛主席对苏丹进行了回访，2008 年 6 月，苏丹副总统塔哈

访华。除高层互访外，中国还给苏丹提供了援助。如 1995 年，苏丹总统访华期间，中苏就达成了

《中国政府向苏丹政府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和《中国政府向苏丹政府赠送物资的

换文》。同年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苏丹提供政府优惠贷款。2003 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又为苏

丹的一个大型水电工程——麦洛维项目的土建工程提供巨额担保。
[8]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为苏丹

提供外交支持，如 1996 年 4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苏丹涉嫌恐怖主义而对之实施外交制裁的

1054 号决议，中国因反对制裁苏丹而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在 1998 年美国发动对苏丹的空袭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使用武力，提出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与纠纷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准则协商解决。
[9]
总之，中苏两国高层领导之间的频繁互访、中国给苏丹提供的援助以及

在外交上的支持就为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开发油气创造了良好环境。 
1997 年 3 月，中石油和苏丹能源矿藏部签署了有关合作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铺设输油管道

的协议，此后，中石油联合马来西亚和加拿大公司建立了大规模石油联合开发项目。自此，中石

油成为苏丹石油工业的一个重要合作者。此外，中石油的建筑分公司帮助修建了到红海的长达 930
英里的管道和修建了一个炼油厂。目前，中石油工程建设集团正在修建一个价值 2.15 亿美元的苏

丹港的出口油轮终端以及一条从油田到港口的输油管道。
[10]

中石油的投资开发活动帮助苏丹在

1999 年由一个石油净进口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家。
[11]

目前，中国是苏丹的最大投资者，

估计达到了 40 亿美元，而苏丹居于中国石油进口来源的前十位。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接壤。该地区混居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来自中、西

非国家信仰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非洲黑人。双方关系不和，并时有摩擦发生，2003 年 2 月发生大

规模的冲突。当时，由黑人组成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指责苏丹政府未能

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向政府发动武装袭击，从此引发了危机。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

迄今达尔富尔战乱已造成 1 万多人死亡，100 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近 30 万人逃往邻国乍得，需

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高达 200 多万。为此，联合国已将达尔富尔列为目前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

的“重灾区”。
[12]

面临此危机，联合国、非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采取行动，当然，中国

也不例外。 
总体来看，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外交行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

是商业”、“政治是政治”阶段，即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彼此独立的阶段，或者说是中国对解决达

尔富尔问题的行动少而无建设性作用阶段；第二阶段是“政治”和“商业”有限结合的阶段，即

中国逐渐把能源外交实践与其国际责任结合起来的阶段，或者说是中国力图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解

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阶段。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2003 年 2 月∼2006 年 11 月前），也就是从达尔富尔问题出现到第三届中非合作论

坛的北京峰会前。在这一阶段内，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的行动少、几乎没有发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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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本立场是，达尔富尔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因此，该问题的解决要靠苏丹国内的自身发

展，正如中国的一位外交官所言：“商业就是商业。我们努力把政治和商业区分开……我认为在苏

丹的国内形势是内部事务。”
[13]

在这种基本立场上，中国反对制裁苏丹，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尊重苏

丹的主权，坚持问题的解决应该由非洲联盟主导，其他各相关方配合。
[14]

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

中国在安理会通过的 5 个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投票中都投了弃权票。②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一

阶段中国没有任何行动，实际上，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中国也作出了相应贡献，如 2004∼2006
年，中国向达尔富尔地区累计提供 2,000 万元人民币人道主义物资援助，还分别于 2005 年１月和

2006 年１月向非盟提供了总计 80 万美元的捐款。
[15] 

第二阶段（2006 年 11 月至今）是从 2006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始

的。此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中国积极采取各种行动与国际社会协调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简而言之，

中国在这一阶段上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一方面，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用“双轨制”

和“三方机制”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谓“双轨制”就是“着眼于和平稳定的维和行动与着眼

于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应平衡推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16]

。所谓“三方机制”，即联合

国、非盟和苏丹政府间的协商。在三方协商的框架下，发挥非盟在苏丹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和阿盟

的独特作用。
[17]

另一方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实际行动来发挥建设性作用：第一，首脑会晤

协商。在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首脑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与苏丹总统进行了会晤，2007 年 2 月，

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与苏丹总统会晤，讨论了达尔富尔问题；第二，任命特使。2007 年 4 月 6～
9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对苏丹进行了访问，其间会晤了苏丹总统巴希

尔和苏丹外交国务部长库尔提等，并访问了北、南达尔富尔两州。2007 年 5 月，刘贵今被任命为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自从被任命以来，这位特使已经四次访问苏丹，两次到达尔富

尔地区考察，并访问了非洲其他相关国家和欧洲某些国家以促进各方协调与合作；第三，提供援

助、捐款以及修建基础设施。迄今为止，中国共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 5 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总价值 8,000 万元人民币，是第一个向达尔富尔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除上述援助物资外，中国

还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 5,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供水设施建设。2008 年 3 月 28 日，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向为联合国和非盟达尔富尔问题两特使斡旋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联

合国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信托基金”捐款 50 万美元。此外，中国投资 3000 万美元修建达尔富尔北

部的一个大坝，为当地修建 120 多所学校、运输和发电设施提供物资和材料，并给当地的经济发

展提供所需要的物资；
[18]

第四，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协商解决问题。2007 年 7 月 31 日，在中

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769 号决议，决定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

与联合国“混合”维和部队，并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同意接受此决议。但是，中国对

自 2008 年以来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苏丹领导人的做法表示“严重关切”
[19]

，认为这种举措已经“对

达尔富尔的形式造成了负面影响”，并明确地表示不希望国际行事法院的这一举措阻碍达尔富尔问

题及苏丹南北和平进程；
[20]

第五，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维和部队。2007 年 11 月底，中国

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 140 名官兵，作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的

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③ 从 2009 年年初开始，中国已经实现了驻

达尔富尔维和部队的轮换。 
总之，苏丹是中国能源外交的一个重要对象，中国在苏丹继续开展能源外交的同时，对达尔

                                                        
① 这五个决议是：2004 年 7 月第 1556 号和 9 月第 1564 号决议，2005 年 3 月的第 1591 号和第 1593 号决议，2006
年 8 月第 1709 号决议。参见联合国网站：《苏丹-联苏特派团相关文件》，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 
keeping/sudan/scres.htm，2008 年 6 月 13 日。 
② 本段材料来源《人民日报》从 2006 年 11 月到 2008 年 5 月中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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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问题的解决的态度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把寻求能源安全利益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结

合起来。 
 
      三、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有限结合的前提及动因 

 
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的同时开始承担国际责任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即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思

维的转型。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利益需求就促成中国能源外交与承担国际责任的有限结合。从

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结合的前提来看，中国总体外交思维的转型是关键。随着政治和经济实

力的增长，中国从“受害者心态”外交转变为“大国心态”外交，亦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所言，中

国外交正在从“反应式外交”转变为“主动式外交”
[21]

。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中国外交的这种

转变，认为中国出现了“新外交”
[22]

。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国际体系观，指出自己在该体系的作用以及对当今

国际事务的主要视角。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经济 20 多年发展所带来的自信，以及对中国过去由于不

愿承担国际责任而造成对国际事务影响有限的认识，这种思想转变促使中国越来越强调以“大国

心态”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开始公开讨论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分担全球

责任”。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胡锦涛主席于 2003 年 6 月以“对话伙伴”身份参加了“8 国集

团峰会”，成为参加发达国家集团峰会的首位中国领导人。随着外交思维的转变，中国不仅和世

界各国发展关系，而且更加积极加入世界各种各类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组织。同时，中国接受了当

前大量的国际机制、原则和规则作为促进其国家利益的手段，甚至力图以现有途径来塑造国际体

系的演进。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如中国已积极而全面地参与解决一些跨国界问

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武器和毒品走私、防止传染病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中国主动式外交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

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第一次

系统阐述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提倡世界各国领导“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增强合作来解决国际争

端或冲突的努力”，重申了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与合作，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损害或威胁任何

人，反而只会服务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23]
“和谐世界”的提出表明中国已开始从人

类利益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正如国内学者提出，当今中国的外

交实践已经包括了一种积极的国际主义成分。
[24]

 

在中国总体外交思维转变的前提下，中国自身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相结

合的重要动因，即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中国自身利益之所在。中国

自身的利益包括“硬利益”和“软利益”。所谓“硬利益”就是指实实在在的能源安全利益。中国

在开展能源外交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来维护当前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中国海外能源

供应的长期稳定。因为，当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在其海外利益受到侵犯时，不能诉求于

中央政府来得到解决，国际体系中又不存在有真正“管辖权”的世界政府，每个国家都是由受主

权保护的政府所组成，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和能源丰富的国家签订能源供应协议并修建油

气管道项目，从表面上看可能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但更关键的问题将取决于签约国是否遵守合

约、是否真正保护外国企业的财产，同时也取决于“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有无约束力，如中石

油在苏丹石油工业股份对于苏丹公民来说，这些是让“外国人”控制的股份，相对应的石油资产

就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在当今“能源民族主义”日益兴起的国际背景下，如果在某些能

源国家兴起民族主义运动，那么，中国石油公司在这些国家的产权就会随时受到威胁。 
就苏丹而言，在其 3000 多万人口中有 19 个种族，近 600 个部落，70%以上人口信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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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除小部分约 200 万人信仰基督教外，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和地方原始宗教。
[25]

苏丹与中国在过

去多年友好合作，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 1956 年苏丹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除

1972∼1982 年外，苏丹内战至今仍未停止。虽然 2002 年 7 月，苏丹政府和“苏南反抗组织”达成

均分石油利益协议，并允许南方于 2008 年之前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但 2003 年苏丹西部达

尔富尔地区的黑人对政府不满，先后组织了“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提出自决或独

立的要求，与当地阿拉伯民兵发生冲突，引发了达尔富尔危机。中国意识到如果该危机持续下去，

势必会削弱旨在结束苏丹南部数十年内战的《全面和平协定》并导致新的冲突，这将可能完全中

断苏丹的石油生产，从而对中国在苏丹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威胁。
[26]

因此，从中国

的石油安全战略以及在苏丹的投资安全角度来看，必须考虑、研究并想法规避这些政治上的不确

定因素。在此情形下，维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最佳方式并非挑战当今世界秩序而应去维护并改

善这种秩序。 
所谓“软利益”就是指中国改善并维护自身国际形象，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并被接受

的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在 2007 年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四位，

2008 年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 年超过了德国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据

估计，2010 年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以说，

中国已成长为不容置疑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全球化，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形象评估就至关重要。“软实力”已被视为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能

源领域内，中国能源外交的展开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否以一种和平方式崛起产

生怀疑，提出了“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能源外交“重商主义论”，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外交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争议，如一些西方国家谴责中国在非洲的行动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在

非洲影响的扩大削弱了西方在非洲大陆历史上的霸权地位，是对全球均势的一种挑战。
[27]

甚至一

些非洲国家媒体也质疑中国的行为，如一位南非报纸的主编说：“如果英国人是我们昨天的主人，

那么，中国人已经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28]

与此同时，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策尤其遭到了西方

社会的谴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谴责中国在 2005∼2007 年期间给苏丹政府提供庇护，阻

挠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制裁苏丹政府的努力。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西方一些明星联合抵

制并蔑称北京奥运会是一场“种族屠杀奥运会”
[29]

。还有人提出，中国利用能源外交在从事一种

石油地缘政治而无视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
[30]

这些谴责显然对中国国际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西方人士明确提出，中国应注意改善它在非洲的形象。
[31]

为改善和维护自身良好国际形象，

中国强调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此而采取具体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

任的国际行为体。
[32]17，29-30 

总之，以中国总体外交思维转变为前提，以中国自身利益需求为动因，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

的过程中逐渐把维护海外利益与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

种有限而非无限的结合。换句话说，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的过程中承担的是一种“力所能及”的

国际责任，而不是超越自身实力或损害自身利益的国际责任，如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

行动既要维护自身在苏丹的重要能源利益，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可以用中国一位外交官

的话说，“在决议磋商的过程中……始终牢记我国在苏丹的利益。不能损害我国利益，这是我们的

底线。”
[3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责任的结合程度必然是有限而务实的。 
 
                           四、结语 

 
中国在积极地寻求直接的全球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其在非洲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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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在越来越采取一种更加长远而且更加成熟的外交方式来承担其相应的国际责任。

正如世界银行非洲部的经济顾问哈里·布罗德曼在接受采访中提到，“中国人在轻工制造业、水利

设施、食品加工、纺织、电讯和旅游业的投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非商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不管是以股份还是债券形式，中国人都是在填补非洲所面临的投资缺口。”
[18]

这一评论可以说反映

了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的同时，已经开始承担促进非洲发展的国际责任。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能源市场和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这种崛起表现为中国旨在确保未来能源供应安全的积极能源外交。当然，我们需要把中国能源外

交放在中国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整体外交政策背景下来考察，这样就可发现，一方面，

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维持一种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中国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为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负责任大国”，在中国能源外交政策中，外交政策是第一位的，

而能源是第二位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寻求能源外交的过程中开始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这也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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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nergy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 Case  
Study of Dar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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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domestic energy supply-demand situation objectively requires importing overseas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its overseas energy 
supply,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carrying out pro-active energy diplomacy. Due to China’s own “hard 
interests” and “soft benefits”, in the concrete practice, China has gradually combined its energy 
diplomacy with assuming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a limited extent. The issue of 
Sudanese Darfur is a typical case i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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